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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及其

驱动因素分解分析 ①

刘贤赵，高长春，张勇，余光辉，宋焱，田艳林

（湖南科技大学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利用ＩＰＣＣ提供的参考方法对中国大陆３０个省区（不包括西藏）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估算、分析
的基础上，采用ＬＭＤＩ分解模型将碳排放的影响因子分解为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以
及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和人均能源消费效应，并对江苏、河南、内蒙古和重庆４省区的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解．结果
表明：中国各省域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呈上升趋势，但增加幅度各省区明显不同；ＣＯ２排放强度存在明显的省区差
异，表现为东部省份＜中部省份＜西部省份，除青海、宁夏和海南３省碳排放强度仍在增加外，其他各省区均呈下降趋势；经
济发展、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表现为正向效应，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则表现为负向效应，其中经济发展对４省区
能源消费碳排放正向效应最大，而能源强度对４省区碳排放负向效应最大；乡村人口比例、城乡人均能源消费量对４省区
碳排放量的影响有限且存在较弱的正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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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费所排放的 ＣＯ２成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减少碳排放、发展
低碳经济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据国际能源署（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Ａｇｅｎｃｙ，ＩＥＡ）统计，中国在
２００８年的ＣＯ２排放量已占到全球的２３．６％，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１］．作为负责任的中国，已主动
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单位ＧＤＰ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这不仅需要从全局角度考虑ＣＯ２排放的影响，
更应该从省域视角把握碳排放的特征．然而，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
存在较大差异，致使碳排放也明显不同；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碳减排难度不断增大，减排成本

也越来越高．因此，在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前提下，如何控制中国各省区碳排放总量，并在各省区科学
分配碳减排任务和最终实现国家整体减排目标，是政府制定减排措施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基于此，准确测
算中国各省区之间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分析各省区之间碳排放的空间差异及其驱动因素，不仅对厘

清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还有助于制定公平、科学、合理的省域差异化碳减

排政策．
目前，众多学者对我国碳排放测算、碳排放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碳排放估算与

预测方面，杜官印等［２］根据一次能源消耗量估算了我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的碳排放量；谭丹等［３］则用一次能

源消耗量计算了我国东、中、西３大区域的碳排放量；同样，邓吉祥等［４］用一次能源消耗量对我国１９９５～
２０１０年８大区域的碳排放量进行了估算．岳超等［５］基于分摊法估算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我国能源消费产生的
ＣＯ２年均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强度，并对东、中、西３大区域进行了对比分析；腾欣等

［６］基于

“十一五”能源结构数据和“十二五”发展规划对我国２０２０年碳排放量与ＧＤＰ的关系进行了预测，认为未
来１０年碳排放增长速度依旧很快．

在碳排放影响因素方面，Ｚｈａｎｇ等［７］利用因素分析法对中国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与能源相关的 ＣＯ２排放进

行了分解研究，表明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而能源强度起抑制作用．Ａｎｇ［８］利用分析架构模型对中
国１９５３～２００６年碳排放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转让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对碳排放具有抑制
作用，而能源消耗增加、收入提高以及贸易开放广度对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孙建卫等［１］利用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指
数分解模型从时间序列对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分解分析，得出ＧＤＰ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
动力，而技术进步则是碳排放量降低、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Ｓｈｒｅｓｔｈａ等［９］对亚太地区１５个国家电
力行业ＣＯ２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有１０个国家经济增长是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有３个国

家电力强度是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在剩余２个国家中能源结构起主要作用．张雷等［１０］通过产业—

能源关联和能源—碳排放关联模型，解析了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宋德勇等［１１］用“两阶段”

ＬＭＤＩ模型从全国层面对一次能源消费产生的ＣＯ２排放相关因素进行了分解，并分析了不同阶段各影响因

素对碳排放的作用程度．主春杰等［１２］将碳排放的驱动归结为化石燃料系数、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人

均ＧＤＰ和人口总数等５个因素，认为能源强度是主要驱动力，冯相昭等［１３］运用改进的 Ｋａｙａ恒等式对碳
排放驱动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结果表明人口是主要驱动因素；而郝珍珍等［１４］将 Ｋａｙａ恒等式进行扩展，
得出经济效应是主要正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是主要负向驱动因素．

尽管上述学者在碳排放估算、预测及其驱动因素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数研究在估算ＣＯ２排放
量时采用的能源数据是一次能源消费量，而直接使用一次能源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误差，而且关注的主体主

要是国家层面未来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化［１５］．在进行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时，也主要是基于国家
层面、中东西部视角和８大经济区以及单个的省份［１６］，对中国省域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对比分析较少，并且

主要集中在研究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人口规模等对碳排放的影响上，考虑人口结构以及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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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量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极少．本文采用终端能源消费量以及为生产热力、电力消耗的能源数据
对中国省域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分析省域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国家和省区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决策

依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缺乏能源数据）的３０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简称

省域或省区）作为研究样本，重点分析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我国各省域之间的碳排放量及其驱动因素．所用８种
主要化石能源（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的终端消费数据来自于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其他相关数据（如ＧＤＰ，人口等）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
计年鉴》以及历年各省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文中使用的经济数据都按２０００年不变价进
行折算处理．各类化石能源的标准煤折算系数和碳排放系数列于表１．

表１　主要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标准煤折算系数

能源

种类

标准煤折算系数

／（ｋｇ标准煤／ｋｇ）

碳排放系数

／（ｋｇ／ｋｇ标准煤）

能源

种类

标准煤折算系数

／（ｋｇ标准煤／ｋｇ）

碳排放系数

／（ｋｇ／ｋｇ标准煤）

原煤 ０．７１４３ ２．７７１６ 煤油 １．４７１４ ２．０９５１

焦炭 ０．９７１４ ３．１３５０ 柴油 １．４５７１ ２．１７１０

原油 １．４２８６ ２．１４７６ 燃料油 １．４２８６ ２．２６７８

汽油 １．４７１４ ２．０３０６ 天然气 １．３３００ １．６４３８

　　标准煤折算系数来源于２０１３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４》，ＣＯ２排放系数来源于《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推荐的缺省值；天

然气标准煤折算系数的单位为ｋｇ标准煤／ｍ３）．

１．２　省域能源ＣＯ２排放量估算

根据国际上认可的ＩＰＣＣ提供的参考方法（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以及参照相关碳排放的文献［１６］，构建

计算我国省域能源消费ＣＯ２排放量的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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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ＥＣＯ２为能源消费的ＣＯ２排放总量；Ｅｉ为ｉ种能源消费量；ｅｉ为ｉ种能源标准煤折算系数；ｆｉ为 ｉ种能源

碳排放系数，４４／１２指Ｃ转化为ＣＯ２的系数，ｎ为能源种类．
１．３　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为定量分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以及各因素对碳排放的作用程度，本文基于Ｋａｙａ恒等式采用对数平均
迪氏指数分解法（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ＭｅａｎＤｉｖｉｓｉａＩｎｄｅｘ，ＬＭＤＩ）对影响ＣＯ２排放量的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其表达

式为［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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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Ｃ为ＣＯ２排放总量；Ｃｉ分别代表城镇（ｉ＝１）、乡村（ｉ＝２）和生产部门（ｉ＝３）的ＣＯ２排放量；Ｅｉ分别代表
城镇、乡村和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费量；ＧＤＰ为国内生产总值；Ｐ为总人口数量；Ｐ１，Ｐ２分别为城镇、乡村
人口．

假设从基年（用０表示）到ｔ年能源消费所产生的ＣＯ２排放量的变化值为ΔＣ，则ΔＣ可分解为总人口
变化产生的人口规模效应ΔＣＰ，人均ＧＤＰ变化产生的经济发展效应ΔＣＧＰ，单位ＧＤＰ能源消费改变引起的
能源强度效应ΔＣＥＧ，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产生的结构效应ΔＣＣＧ，城市化水平变化引起的城市化效应 ΔＣＰＣ，
乡村人口比重变化产生的乡村人口规模效应ΔＣＰＮ，城镇人均能源消费量改变引起的消费效应 ΔＣＥＰ１和乡

村人均能源消费量变化产生的消费效应ΔＣＥＰ２，用式表示为
［１４］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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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为人均ＧＤＰ；ＥＧ为能源消费强度；ＣＧ为能源结构强度；ＰＣ为城市化水平；ＰＮ为乡村人口比重；ＥＰ为
人均能源消费量；Ｗ为权重系数；数字１，２，３分别代表城镇、乡村和生产部门．

２　中国省域碳排放分析

２．１　省域碳排放总量变化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中国３０个省区ＣＯ２排放总量持续增长，由１９９７年的２９．７６亿ｔ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９１．１３

亿ｔ，年均增速达１２．８９％．总体上看，各省区ＣＯ２排放量均呈增长趋势，但不同省区的碳排放量和增速有明
显差异（图１）．１９９７年，ＣＯ２排放量大于２亿ｔ的省区只有河北，而到２０１２年碳排放量超过２亿ｔ的省区达
到２０个，属于重型排放的省区（大于４亿ｔ小于８亿ｔ）就有８个（依次是山东、河北、内蒙、江苏、河南、广
东、山西和辽宁），ＣＯ２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５０％，且全部分布在东、中部地区，原因是东、中部省份经
济发展起步早，经济总量大，加上第二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因此总体耗能高，ＣＯ２排放量大．从增长
幅度看，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ＣＯ２排放量年均增长较快的前５个省区分别是宁夏（３７．７５％）、内蒙（３５．７０％）、海南
（３１．０７％）、福建（２５．９０％）和山东（２０．３０％），增幅最小的是北京（２．７２％）和上海（５．５４％）．这是因为这些省
区正经历经济快速增长或产业结构转移，经济结构以重化工为主，能耗高排放量大；而北京地区产业结构

调整已基本完成，经济发展对耗能性产品的需求已基本饱和，且减排意识逐渐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

图１　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各省域ＣＯ２排放量与年平均增长情况

２．２　省域人均碳排放量变化
由于各省区人口、面积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碳排放总量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不同省区之间碳排放水平

的差异．为能更好地体现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的公平性，作者选取人均ＣＯ２排放量作为省域间比较的指标．由
表２可以看出，在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各省域人均ＣＯ２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全国平均值由１９９７年
的２．８３ｔ增加到了２０１２年的７．９１ｔ，１６年间人均ＣＯ２排放量增加了近２倍，这与我国各省域同期经济发展
状况相一致．在１９９７年前后，我国各省区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经济发展主要以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
主，能耗水平和ＣＯ２排放增长缓慢；而在２０００年之后至２０１２年之间，各省工业化、城镇化加快，能源消耗
与碳排放同步增加．就具体的省区而言，１９９７年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３个省区依次是上海、天津和北京，而
在２０１２年人均ＣＯ２排放量最多的是内蒙、宁夏和山西．其中，内蒙从１９９７年的４．２８ｔ增加到了２０１２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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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２ｔ，但北京在此期间出现了负增长，这与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变动有关．例如，
位于长三角经济区的上海，１９９７年前后经济发展模式和支柱产业以制造业为主，能源消耗量高，相应的人
均碳排放量也高；北京、天津地处环渤海经济圈，能源资源丰富，在１９９７年前后主要立足于重工业发展．至
于２０１２年内蒙古人均碳排放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４倍可能与其经济发展仍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耗
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由于各省区人均ＣＯ２排放量差异较大，因此针对不同省区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政
策很有必要．

表２　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各省域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

省区
人均碳排放量／（ｔ／人）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２ 变幅

碳排放强度／（ｔ／１０４元）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２ 变幅
省区

人均碳排放量／（ｔ／人）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２ 变幅

碳排放强度／（ｔ／１０４元）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２ 变幅

北京 ５．５０ ４．７３ －０．７７ ２．９３ ０．８７ －２．０６ 安徽 １．７１ ５．２０ ３．４９ ４．２１ ２．７５ －１．４６

天津 ５．８８ １０．８１ ４．９３ ４．３８ １．６６ －２．７２ 江西 １．４３ ３．３７ １．９４ ３．１７ １．８６ －１．３１

河北 ３．２８ ９．２６ ５．９８ ５．６２ ３．７１ －１．９１ 湖北 ２．４０ ６．３３ ３．９３ ５．０５ ２．６１ －２．４４

辽宁 ４．０９ １０．１２ ６．０３ ４．６２ ２．３６ －２．２６ 湖南 １．６０ ３．８０ ２．２０ ３．７３ １．８０ －１．９３

上海 ６．９５ ８．０２ １．０７ ２．８７ １．１５ －１．７２ 河南 １．７９ ５．３５ ３．５６ ４．２１ ２．５７ －１．６４

江苏 ２．５９ ８．１９ ５．６０ ２．９２ １．７９ －１．１３ 中部 ２．８８ ８．７４ ５．８６ ５．８６ ３．３１ －２．５５

浙江 ２．４７ ６．５１ ４．０４ ２．４０ １．５３ －０．８７ 重庆 １．８４ ４．６１ ２．７７ ３．９８ １．３３ －２．６５

福建 １．３４ ６．０５ ４．７１ １．５６ １．５１ －０．０５ 四川 １．５９ ３．２９ １．７０ ４．３３ １．６６ －２．６７

山东 ２．１４ ８．２４ ６．１０ ３．０３ ２．３０ －０．７３ 贵州 ２．２７ ６．２０ ３．９３ １０．１９ ５．４０ －４．７９

广东 ２．１９ ４．３７ ２．１８ １．９５ １．０８ －０．８７ 云南 １．４９ ４．３６ ２．８７ ３．７９ ２．９４ －０．８５

广西 １．０６ ３．８６ ２．８０ ３．０４ ２．１７ －０．８７ 陕西 ２．１７ ６．１９ ４．０２ ５．８３ ２．８６ －２．９７

海南 ０．８９ ４．４６ ３．５７ １．６１ １．８５ ０．２４ 甘肃 ２．２４ ５．９０ ３．６６ ６．９６ ４．０３ －２．９３

东部 ３．２０ ７．０５ ３．８５ ３．０８ １．８３ －１．２５ 青海 ２．５０ ７．５５ ５．０５ ２．６５ ６．１２ ３．４７

山西 ５．３２ １２．６５ ７．３３ １１．６８ ６．２６ －５．４２ 宁夏 ３．７９ ２１．８６ １８．０７ ８．９０ １２．５２ ３．６２

内蒙古 ４．２８ ２６．８２ ２２．５４ ８．６２ ６．８７ －１．７５ 新疆 ３．９３ １１．４９ ７．５６ ６．２２ ５．６１ －０．６１

吉林 ４．０８ ８．７４ ４．６６ ７．０９ ２．９１ －４．１８ 西部 ２．４２ ７．９４ ５．５２ ５．８７ ４．７２ －１．１５

黑龙江 ３．３５ ６．３６ ３．０１ ５．０２ ２．１５ －２．８７ 全国 ２．８３ ７．９１ ５．０８ ４．９４ ３．２９ －１．６５

２．３　省域碳排放强度变化
碳排放强度是指生产单位ＧＤＰ所排放的 ＣＯ２量，是衡量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重要指标．碳排放

强度越大，则表示生产单位ＧＤＰ所释放的ＣＯ２越多．从表２不难看出，中国各省区之间的 ＣＯ２排放强度呈
现明显差异，按２０００年不变价进行折算，１９９７年各省份的ＣＯ２排放强度均较高，其中山西省的排放强度达

１１．６８ｔ／１０４元，是最低的福建省的７．５倍；２０１２年ＣＯ２排放强度最高的是宁夏（１２．５２ｔ／１０
４元），最低的是北

京（０．８７ｔ／１０４元），前者为后者的１４倍，碳排放强度整体上表现为东部省份＜中部省份＜西部省份（表２）．
碳排放强度的这种空间差异与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能源结构等有关，碳排放强度较低的省份

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是典型的能源输入省份；而碳排放强度高的省份多位于

中西部地区，一方面其化石能源资源丰富，是能源输出大省，另一方面，这些省区经济发展过多依赖于资源

和重工业，能源效率低，碳排放量大．
从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看，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除青海、宁夏和海南３省的ＣＯ２排放强度仍在增加外，其它

各省均为下降趋势，只是降低幅度不同（表２）．其中，北京ＣＯ２排放强度下降幅度最大，达７０％以上．一方面
说明北京市的经济增长比较迅速，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另一方面，也说明北京在能源结构优化、减排

技术等方面也有较大进步，即单位能源消耗排放的 ＣＯ２在不断降低，同时也与北京在２００８年举办了具有
重大影响力的世界奥运盛会有关，这对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多数省区ＣＯ２排放强度在
减小，但各省区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减排压力依然巨大．

３　省域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为了便于探讨各种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本文将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划分成４个时段，即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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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选取代表东、中、西部地区的江苏、河南、内蒙古和重庆４省区用
ＬＭＤＩ方法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得到各因素对碳排放的相对贡献值．从表３可以看出，在４省区能
源消费碳排放分解的各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城市化效应对碳排放的增加主要表现为正向效

应，而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与乡村人口比重主要表现为负效应，城镇、乡村人均能源消费量表现为先负后正

的波动效应．各驱动因素在不同时段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分述如下．
表３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河南、江苏、内蒙古和重庆４省区能源消费碳排放各分解因素贡献

年份 省份 ΔＣＣＧ ΔＣＥＧ ΔＣＧＰ ΔＣＥＰ１ ΔＣＥＰ２ ΔＣＰＣ ΔＣＰＮ ΔＣＰ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年

河南 ０．８４ －１７５．９４ ２６４．９６ －２５．２６ －２．７４ ９．４５ －４．３５ ３３．０４

江苏 －６．９５ －２４９．１４ ３３８．６６ －１４．０４ －２．３７ ４．８２ －１．９９ ３１．０１

内蒙 －２．４１ －１７２．８ ２５３．２２ －６．１９ －４．１０ １．３６ －０．９２ １９．４５

重庆 －１１．０２ －４９．４９ １６９．３２ －１．７９ －０．５９ ２．６６ －２．７６ －６．３３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年

河南 ０．８９ －０．５２ ９７．２９ －３．８１ －２．１３ １．８７ －１．２３ ７．６４

江苏 －１．７１ －６７．２２ １６１．３０ －１．５３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３０ ９．０９

内蒙 －０．１４ －１．６５ ９９．４５ ０．５４ ０．２５ ０．１９ －０．１４ １．４９

重庆 －１．７２ －２８２．７３ １８９．１２ －２．４３ ９．０６ ２．６５ －３．７５ －１０．５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

河南 －１．４３ －１６２．８６ ２５８．７４ －６．５４ －０．０２ ２．２１ －２．０２ １１．９２

江苏 －６．０１ －１９９．６５ ２８５．３３ ３．０４ ０．４４ ０．６８ －０．０８ １６．２５

内蒙 －０．９８ －２３．００ １１６．４１ ２．１０ １．１１ ０．２８ －０．３５ ４．４２

重庆 １．９９ －１０．８４ １０１．０９ ０．９６ ２．３４ ０．５４ －０．８４ ４．７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

河南 －１１．０２ －２３４．３４ ２７３．２５ ６．１４ ６．７９ ２．１７ －２．４５ ５９．４５

江苏 －１．４５ －１１．１３ １０４．４２ １．９１ １．０９ ０．６５ －０．１３ ４．８４

内蒙 １．７８ －０．３９ ９２．８８ ４．４６ １．６１ ０．４２ －０．３４ ３．３３

重庆 －２２．６３ －５０４．６７ ５４５．６０ ２９．１４ １１．３１ ４．２３ －５．２７ ４２．３０

　　注：表中数据采用各分解量／总变化量×１００％表示．

３．１　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４省区人口规模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为正向效应（表３），贡献率相对经济

发展效应明显较低，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６］．但该因素所起的作用在４省区中明显不同，其中，重庆市
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贡献表现为由负变正，即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由人口增长放缓导致人口总量变化引起的
碳排放量减少，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而从２００５年开始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人口规模扩大，与此相关的碳排
放量也增加，即对碳排放起促进作用．内蒙古人口规模对碳排放一直是正向效应，尽管碳排放量增加值在
上升，但贡献率却在降低，即从第１阶段的１９．４５％下降到第４阶段的３．３３％（表３），表明人口规模对碳排
放的影响正在减弱．河南、江苏两省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始终是起促进作用，且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２者的贡
献率相似，但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２者明显不同，即河南省的人口规模效应显著增加，而江苏省明显降低，这
可能与同期人口数量大幅波动有关．据统计，河南省２０１２年总人口数比２００９年增加了近６．０％，人口规模
远大于前３个时段，人口绝对数量的高增长必然会伴随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居民消费规模的增长以及消
费模式的改变，从而促进碳排放的增长；而江苏省在此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人口规模增长率迅速降低．

３．２　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
表３显示，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具有最大的正向驱动效应．在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间，河南、江苏、内

蒙古和重庆４省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２２３．６％，２２２．４％，１４０．５％和２５１．３％，表明经

济的快速增长是上述４省区ＣＯ２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这也暗示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库
兹涅茨曲线顶峰还未到来．原因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来满足国民的物质生活需

求，但由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对 ＣＯ２排
放的效应在４个时段都比较大．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在４个阶段中，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４省区之间的经济发
展效应差异最大，其中重庆人均ＧＤＰ对碳排放的正向效应达５４５．６％，是内蒙古的６倍．这是因为该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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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其经济发展仍主要依赖于高耗能性产业，而同期内蒙古经济增长相对缓慢，

人均ＧＤＰ对ＣＯ２排放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弱，从而导致该时段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驱动效应差异最大．

３．３　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
能源强度是反映能源消费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由表３可知，４省区能源消耗强度对 ＣＯ２

排放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负向效应，表明能源强度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驱动因子．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宏观调控的影响，连续３年出现通货紧缩，国内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导致河南、江苏
和内蒙古３省的能源强度下降幅度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３省由经济发展效应引起的碳排放量的
增加，而重庆则因为建立直辖市的时间较短，受政策的影响投资增速降低较小，从而导致能源消耗强度对

碳排放的负效应明显低于其他３省区．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能源消费强度对碳排放所表现的负效应除重庆市
大幅增加外（贡献率为－２８２．７％），其他３省区均明显减弱．原因是该时段河南、江苏和内蒙３省的产业结
构中第二产业比重增加较大，高耗能产品生产增多，再加上国内外投资环境改善，投资增长速度加快，由此

引发单位能源消费强度上升，导致能源强度对碳排放表现出较弱的负效应；而重庆是直辖市，其能源使用

技术和碳排放技术推广阻力小，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加强，从而使重庆能源强度表现出强烈的负

效应．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由于受持续高投资的驱动以及内蒙古、重庆两省区产业结构相对传统，资源依赖性企
业所占比重较高，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减弱；而河南、江苏属于中部和东部沿海省份，经济相对发

达，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或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弹性大，且淘汰了大批落后产能企业，能效水平整体提升，导

致能源强度对碳排放量的负效应也较大．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由于河南、重庆两省区大量承接了东部发达地区
的产业，且合并和关停了当地一些高耗能企业，能源消费强度大幅下降，碳排放量也相应大幅减小；而在此

期间江苏、内蒙的能源强度负效应较弱，主要是因为江苏属于东部沿海省份，产业结构调整已初步完成，在

当前技术水平下，碳减排潜力已基本耗尽；而内蒙古属资源型省份，资源依赖型企业所占比重较高，经济发

展对耗能性产业依赖较大，从而导致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负效应最低（表３）．
３．４　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

能源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为较弱的负效应（表３），对４省区 ＣＯ２排放量的贡献率较

小．原因是在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由于受能源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尽管原煤消费量持续下降，天然气与
其它低碳低热值能源比重有所上升，但能源消费结构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６］，因而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

较小．就单个省区而言，江苏省的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始终为负效应，这是因为江苏是一个能源
消耗大省，能源一直以输入为，但近年来该省加大了对天然气、核能等低碳能源的多元化配置，能源结构有

所改善，从而有效抑制了碳排放的增长；内蒙古的能源结构效应由前３个时段的负值转变为第４阶段的正
值，这主要是该省化石能源较丰富，能源消费结构中原煤比例仍在增加（如火力发电需要消耗大量的煤

炭），说明该省能源消费结构正朝着不利于碳减排的方向发展；河南省能源结构效应由正变为负，表明该

省有一个持续的能源结构改善过程，能源结构逐渐趋向合理；重庆市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除在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有较弱的正效应外，其他３个时段均表现为负效应，且有加强的趋势，表明重庆市低碳能源利用量
增多，天然气、核能所占能源结构比重增大．

３．５　城乡人口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
城乡人口结构是指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生产方式不同形成

的二元社会结构．由于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在生产方式、消费行为、劳动条件、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等方面
都存在差别，从而对碳排放产生影响．从ＬＭＤＩ分解的结果看，在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间，城市化水平对４省区的
碳排放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正向效应，但影响并不明显，除重庆市以外，其他３省区的正向效应均有减少
的趋势（表３），这与曲如晓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是因为在前期初放式的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规模的基础
设施建设，从而导致排放较多的ＣＯ２，但随着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认可，基础设施日趋健全，减排技术水平提

高以及政府和民众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加强，城市化对ＣＯ２排放的影响将逐渐弱化．表３还显示，４省区乡村
人口比例对碳排放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除江苏省外，其他３省区的负效应在逐渐加强．这可能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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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乡村人口数量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将

逐渐取代传统高碳排放的粗放型农业，加上各省耕地面积逐年萎缩，从而导致乡村农业碳排放减少．综合
比较而言，城市化和乡村人口比重这两个因子对ＣＯ２排放影响不大．
３．６　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

关于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朱勤等认为，人均能源消费
水平、城市化率和人口数量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减小，而王卉彤通过对中国３０个省区碳排放影响因子的
关联度分析，得出人均能源消费量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本研究中，人均能源消费效应对 ４省区
ＣＯ２排放的影响表现为先负后正，即在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前两个时段主要为负效应，而后２个时段则主要为正
效应，并且城镇人均能源消费效应大于乡村（表３），产生上述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城乡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变
动有关．张馨等认为，影响城乡人均能源消费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城市化水平、能源效率和人均收入．能源
效率的提高一般会使城乡人均能源消费量下降，而城市化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人均能源消

费量的增加．据测算，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将会增加能源消费量１０８５．３ｋｇ标
准煤，从而造成碳排放量的增加．这 ２方面的共同作用最终引起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变动．图 ２显示，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４省区城市化率均呈上升趋势，但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２个时段，４省区城市

图２　河南、江苏、内蒙古和重庆４省区各时段城市化率

化率相对较低，相应的城市人均能源消费效应对碳

排放的影响为负，其中河南省表现最为明显，这与其

城市化率最低一致；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越来越多

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镇人口增加使得居民人均

能源消费量增加，导致城镇人均能源消费效应对碳

排放的影响在后 ２个时段为正，重庆市因其城市化
水平在此阶段最高，从而表现出最为明显的正向效

应（图２，表３）．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尽管农村居民人口减小，能源消费总量有可能下降，但农村居民人

均能源消费量可能增加．原因是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由生存型消费逐步转
变为发展型消费，在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间接能耗不间断增加，从而导致乡村人

均能源消费对碳排放的效应趋向偏正（表３）．总体而言，相对于经济发展、能源强度和人口规模等驱动因

子，人均能源消费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较弱．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３０个省区（不包括西藏）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能源消费 ＣＯ２排放量的估算、分析，以及

利用ＬＭＤＩ指数分解模型对江苏、河南、内蒙和重庆４省区碳排放量驱动因素的分解，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１）与１９９７年相比，２０１２年中国各省区能源消费ＣＯ２排放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省区碳排放总量

与增速明显不同．ＣＯ２排放总量超过２亿ｔ的省份由１９９７年的１个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０个，且主要分布在

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重工业比重较大以及能源资源丰富的省区；碳排放总量年均增幅排前３位的省份

是宁夏、内蒙和海南，增幅最小的是北京和上海．人均ＣＯ２排放量最高的３个省区在１９９７年是上海、天津和

北京，而在２０１２年是内蒙、宁夏和山西；２０１２年除北京市人均碳排放量为负增长外，其它各省区均有不同
程度的增加，其中内蒙古人均碳排放量增加幅度最显著．

２）ＣＯ２排放强度存在明显的省区差异，总体上表现为东部省份＜中部省份＜西部省份．１９９７年碳排放强

度最高的是山西，约为福建省的８倍；２０１２年碳排放强度最高的是宁夏，最低的是北京，二者相差１４倍．从

变化趋势看，同１９９７年相比，２０１２年除青海、宁夏和海南３省的ＣＯ２排放强度仍在增加外，其它各省区均

有明显的下降，只是降低幅度不同．
３）在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间，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对４省区碳排放总体上表现为正向驱动效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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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而能源消费强度、能源结构则表现为负向效应；其中人均ＧＤＰ增长是导致能源消费ＣＯ２排放上升的主
导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则是抑制ＣＯ２增长的关键因素．此外，乡村人口比例、城市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乡村
人均能源消费量对４省区碳排放量的影响有限且都存在较弱的正负波动．

为减缓碳排放上升趋势和提高各省区差异化减排的有效性，特提出如下减排建议：第一，针对经济发

达的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省区和京津地区，应以技术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减排潜力，进一步优化能源

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第二，对于中部、北部沿海和东北次发达省区，在提高全民减排意识的基础上，通

过提升能源效率、承接东部产业和淘汰落后产能等方式降低单位能耗，扩大减排效果；第三，针对西北、西

南不发达的省区，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产业调整结构，降低能源强度，同时培育发展新兴低碳产业，提升减

排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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